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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      历史研究方法（二） 

考证的辨析（续）

如何进行考证工作（续）

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错误也不少。如以周景王

十五年（公元前 530 年）为吴王余昧元年，即是一例。

余昧兄余祭元年在周灵王二十五年（公元前 547 年），即

鲁襄公二十六年，在位四年卒。《春秋》襄公二十九年书：

“阍弑吴子余祭。”《左传》：“吴人伐越，获俘焉，以

为阍，使守舟。吴子余祭观舟，阍以刀弑之。”《史记·吴

太伯世家》误书为“十七年王余祭卒”，《十二诸侯年表》

同误。其实，吴王余昧元年应在周景王二年（公元前 543

年）（《辞海》卷末的“十二诸侯纪年表”依《史记》余

祭在位十七年，余昧元年在景王十五年，亦误）。

《史记》两年表的错误很多，不能尽举，今人据《竹

书纪年》多所订正。因《竹书纪年》是魏国史书，记战

国事最真确，这也证明第一手材料在考证上的重要。

颜师古的《汉书》注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历来

为史家所推崇，但是，我们也不能处处盲从。如《汉书·功

臣表》：“留侯张良以韩申都下韩。”颜注：“韩申都，

即韩王信也。《楚汉春秋》作‘信都’，古信申同音。”

连刘知几对颜说也深信不疑。《汉书·张良传》：“项梁

使良求韩成，立为韩王，以良为韩司徒。”可见，韩司

徒是项梁授予张良的官职。《汉书·功臣表》的“韩申

都”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的“韩申徒”都是韩司徒的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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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假借，颜师古以韩司徒张良为韩王信，显然是错误的。

上举史书记载错误，不过是几个例子，还可举出很

多。从这些例子中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，在读古书时，

一定要十分细心，不可大意，倘若粗心浮气，不仅不能

发现问题，而且会跟着犯错误。

五，不要用很晚出的书里的材料来解释古代的历史

和古礼。

过去讲周代历史的人，往往都喜欢用《周礼》做证

据，来解释西周的礼制和史事。解放以后，依然如此。

客观原因是周代的史料少，在没有办法时，往往乞助于

《周礼》。《周礼》成书的年代，不会早于战国时期，假

定它编成于战国，距离周初也有六七百年了。先秦古书

没有引用《周礼》的，也没有一部书和它的写法一样。

显然，《周礼》的作者根据一些先秦的零碎材料，加以系

统的整理，描绘了一个理想国，然而这个理想国与先秦

古籍和金文往往抵牾。例如，孟子讲西周封国，公百里，

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，这符合周代的情况，因为当

时人口不多，占地也很小。到战国时，各国疆域扩大很

多了，于是《周礼》根据战国的情况，解说周初的封国：

公五百里、侯四百里、伯三百里、子二百里、男一百里，

这就与事实完全不符。再如讲九服，《尚书·酒诰》说到

内服、外服，内服即王畿，外服即诸侯（据《令彝》与

《大盂鼎》殷周只有侯、甸、男三服，无卫服）。《国语》

把它变成五服，名字也不一样了；《周礼》又把它变成九

服，每服五百里，实则周制决不可能如此整齐，疆土也

不可能如此之大。再如讲赋税制度，与其他古书记载全

不一样。其他如土地制度、军队制度、乡遂制度、官制，

无不如此。春秋以前不用“军”字表示军队的名称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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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叫“师”，或是叫“旅”；春秋时代才开始有“军”

的名称，但仍然是师、军并用，到战国时才一律称“军”。

而《周礼》却讲周代天子六军，诸侯大国三军，等等，

显然是出于想象。再如官制，《周礼》把西周职官分为天、

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官，以冢宰、宗伯、司徒、司马、

司寇（冬官缺，当是司空）等官为六官之长，这样整齐

的官制不见于《尚书》和金文，故知其全出自理想。再

如，金文中常见“善夫”之官，是天子近臣，掌出纳王

命之职。到《周礼》，“善夫”变成了“膳夫”，成了厨

师。又如“师氏”，原是领兵的官，到《周礼》却成了

教书的老师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显然，我们不能依

据这样一部书来解释周代的制度。

汉人写书好称引古昔，广搜博采，以多为胜。有的

书记三代名物、典章制度、帝王世系等，无所不备。如

《礼记·明堂位》记述虞、夏、殷、周的礼器，车、马、

尊、爵、俎、豆等等，应有尽有，灿然大备。车，有虞

氏是鸾车，夏后氏是鸾车，殷人是大路，周人是乘路；

尊，有虞氏的叫泰，夏后氏的叫山鉤，殷人的叫著，周

人的叫牺象。如果三代礼器到汉代还如此详备，为什么

春秋时的孔子还要发出“文献不足征”的慨叹呢？这里

的奥妙，是不言自明的。

《淮南子》一书，内容也极驳杂，有些简直是无稽

之谈。比如，书中记载上古的疆域时说：“纣之地，左

东海、右流沙、前交趾、后幽都”，“夏桀、殷周之盛

也，人迹所至，舟车所通，莫不为郡县”。据此，则夏

殷之时不仅疆域辽阔，北到今天的长城以外，南到今天

的越南北部，西到今天的敦煌，东到大海，而且有了郡

县制。可以与这种记载相媲美的还有《大戴礼记》，说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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顼时的疆域就“北至于幽陵，南至于交趾，西济于流沙，

东至于蟠木”，四至的地名虽略有变动，版图并未缩小，

年代却又大大地推前了。如果据此，中国自远古就是一

个大一统的帝国，我们当然不能上这种书的当。孟子说

过：“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过千里者也。”荀子

也说：“古者百王之一天下、臣诸侯也，未有过封内千

里者也。”《诗·商颂》炫耀殷的武功，也只说“邦畿

千里”。大一统的局面直到秦始皇时才出现，《琅玡刻石》

说：“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，西涉流沙，南尽北户，东

有东海，北过大夏，人迹所至，无不臣者。”明眼人一

看便知，《琅玡刻石》正是《淮南子》、《大戴礼记》所说

疆域的蓝本。

夏商周三代文字史料少，许多问题一时弄不清楚，

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可以付之阙如，留待将来。切切不

可妄立新说，再从晚出古书中来寻找“证据”，这种情

况过去有过，现在也还有。

六，不要牵强附会，曲解材料，特别是不要滥用同

音假借的办法。

古代由于字少，字义也不固定，只要音相同，往往

可以通用，这就是所谓“同音假借”。这种情况到汉以

后就比较少了，先秦时则很多。后代有些人就因此而滥

用通假的方法去解释古书，成了一种弊病。举例来说，

《诗·周南·汝坟》：“遵彼汝坟，伐其条枚。未见君子，

惄如调饥。遵彼汝坟，伐其条肆。既见君子，不我遐

弃⋯⋯。”这里的“汝”，是指河南的汝水，诗的本义

可能是写一个妇人去寻找自己的男人，以及他们见面的

情况。这本来是很简单明了的，但一位古史家却解释得

非常离奇。他引《竹书纪年》宣王三十六年“王伐条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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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戎，王师败绩”的记载，说《汝坟》里的“条枚”就

是指条戎；并且引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，证明“条”也就是

“分鲁公以殷民六族”里的条氏；另外，秦国有徐氏、

修鱼氏，他说徐、修、条都是同音，所以都通用。又说

鲁公伯禽伐淮夷，这个“淮”字古音读如“椎”（音堆），

椎、条声母同为定钮，所以淮夷与条戎也是一族。又与

鸣条之条同音，而鸣条是叟瞒的倒音，即鸣与瞒同音，

条与叟同音，所以它们也是一族。叟瞒在春秋时属于长

狄。这样一来，西戎、淮夷、北狄、东方殷民六族，全

是一族。又说汝坟之坟古音奔，所以就是奔戎；奔与彭

同音，所以它和大彭（在河南、湖北之间）也是一族；

而条和巢也同音，所以它和安徽一带的巢国也是一族。

按照这种解释，周的四围的少数民族都成一族了。诗中

有“王室如燬”一语，宣王虽打过败仗，也不至于这样，

显然这是东迁以后的诗，作者却说成宣王时，而且把东

南西北的各族人都说成一家，这种考证方法实在是牵强

附会得近乎游戏。

再举一个例子。殷人习俗用甲、乙、丙、丁等天干

字作庙号，所以青铜器铭文中常常见到“父丁”、“祖

甲”、“妣丙”之类的称呼。当时十个天干字的写法与

现在很不一样，如“丁”写作“”，“丙”写作“ ”，

这是稍具古文字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。但是，有人在

考证古史时却别出心裁地说，“”不是“丁”字，而是

“珠”字，“ ”是“鉏”字。又说珠与鉏、铸、郰、

祝、楚等同音，因此可以通用。由于古书上有“帝喾封

于鉏”的记载，所以凡有这类铭文的青铜器都属于五帝

时期的制作物。他还据此进一步“考证”出了七种“五

帝时期的货币”，从唐尧、帝喾到轩辕、颛顼、神农时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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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货币色色俱全。他还断言，“商三句兵”中的第一个

“大父日癸”就是帝颛顼祖珠的元子、帝颛顼柱氏的首

目。第二个“大父日癸”多是前者的继承人，是掌握祭

祀大典的礼官。他还声称，根据金文族称的音标规律，

可以整理出一部“有系统的五帝简史”，云云。象他这

样判定铜器的时代，真比变戏法还容易，既不需要考古

地层学和器形学的科学证明，也不需要古文献的确切根

据，只要靠一两个字的“通转”，就把大批商周青铜器

划入五帝时代。虽然结论耸人听闻，但终究是纸糊的房

子，经不起一戳。

在古汉语中，语音与语义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，

不能认为某音必然要表达某义。我们应当吸取汉人滥用

声训的教训，使用声训方法时，一定要十分慎重，要有

足够的证据。如果把通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双声叠韵，

牵强附会，强作新解，就会笑话百出，使考证庸俗化。

因为按照那种方法，我们完全可以说刘备就是吕布，刘、

吕是双声，备、布也是双声。也可以说庄周就是杨朱，

庄、杨迭韵，周、朱双声。还可以说兔就是虎、鸽就是

鹤，因为它们都是同韵字。甚至可以说鱼就是象，鱼是

鱼部字，象是阳部字，鱼阳可以对转。这种例子简直举

不胜举。可见，在考释字义时乞助于通假、通转，虽然

能左右逢源、随心所欲，却是十分危险的。总之，用通

假办法去解古书，必须有证据，没有证据就是主观臆断。

孔子说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

宋不足征也，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（《论

语·八佾》）二千多年前的孔子都懂得证据的重要性，今

天的学者反而不懂，就很不应该了。

七，有人为了政治上的斗争，假借学术上的考证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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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，只凭自己的主观想象，提出新的解释，而不要坚实

可靠的证据，虽可蒙骗于一时，假象终会被拆穿。这可

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派今文学家所做的考证，作为只凭

想象，不要证据的典型。康有为作《新学伪经考》，依照

他的观点，凡古文经都是出于刘歆伪造，象《左传》、《古

文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逸礼》等等，全是刘歆一手伪造出

来的。这种看法是否有什么根据呢？没有，完全是出于

主观想象。现在相信他的说法的人已经不多了，因为他

的论点实在站不住脚。但也有少数人例外，不久前还有

人写文章、写书，替康有为辩护，但他的一些所谓“证

据”却十分可笑。例如他根据司马迁说过左丘明作“春

秋国语”，没有说作《左传》，所以《左传》肯定是刘歆

伪造的。他不知汉代今文学称《公羊传》为《春秋》，古

文家则称《左传》为《春秋》，这是有明证的。而且《史

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序明明说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

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，

成《左氏春秋》”。《左氏春秋》可能是《左传》的旧称，

怎么能说司马迁未说《左传》是左丘明作的呢？他还说

《左传》是抄袭《史记》而成。我们知道，《左传》最晚

成书于战国，怎么可能抄《史记》呢？果真如此，《左传》

就应当与《史记》记事一样，但实际上《左传》和《史

记》说的往往不一样。例如《左传》说共伯和干王位，

而《史记》则说是周、召二公共和行政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

讲赵盾全家被屠岸贾所杀，只剩下一个孤儿，并且还有

程婴、公孙杵臼等救孤儿，为赵家报仇的故事，《左传》

里却根本没有这回事。这怎么能够说《左传》是抄袭《史

记》的呢？象这一类的所谓考证，就是不要客观证据，

全凭主观想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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搞考证不要证据，只凭驰骋主观想象，哗众取宠，

这类例子太多了，可以不谈。不过近来在某些研究专史

的同志中，又出现这种很不好的倾向，就是把许多事物

都要追溯到殷商，似乎殷商是一切文明的渊源，什么东

西都是殷代已有之。为了证成其说，他们任意曲解甲骨

文字。例如《殷虚书契前编》卷六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：

“庚午卜贞，乎 舞，从雨。”意思是说，庚午这一天

卜问，用 祭和舞蹈来祈求纵雨是吉还是不吉。 字在

这里当祭名用，在甲骨卜辞中一般与战事有关。有人在

撰写体育史时，对这条卜辞作了别出心裁的解释。他说

“ ”是踢足球的象形字，□象足球， 是踢球的双脚，

这条卜辞是说用踢足球和跳舞的形式来求雨。他据此断

言，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，就有了足球这种体育

运动。由于说法新奇，吸引了一些不懂古文字学的读者。

我们要问，用踢足球的方式求雨，这在古代文献上有根

据吗？殷代已有足球运动，那么周秦两汉有没有相应的

记载？ 是踢足球的象形字，那么甲骨文中还有一个

（围）字，能不能说就是足球比赛的象形字呢？

还有人根据卜辞中“甲戌卜，殻贞，我马及”一条，

断定“我马”就是“我的骑兵”，进而推定殷人已“在

战争中使用骑兵了”。何以见得“我马”就是“我的骑

兵”？难道二者是同一物？我国直到春秋时都还没有骑

兵，怎么殷代反倒有了？这种态度不免太草率。

有的搞农业史的同志，把甲骨文中的 字说成是蜜

蜂，并推定我国益虫利用的技术始于殷代。象这一类的

“祖国之最”，这几年见得很多，纯粹是猜谜射覆，如

同儿戏，毫无科学性可言。

古文字考证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，是很不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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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做好的，前辈学者曾有“一字十年得”之慨叹。考证

文字需要有丰富的知识、严肃的态度和周密的分析，不

能单单从字形上猜测，必须要有文献和考古材料的证据，

才能下结论。有些人害怕下功夫，总是用想象代替科学

研究，这是十分有害的，也是十分危险的做法。

八，做考证要十分小心谨慎，不要轻易下结论。应

如朱熹所说，象“老吏断狱”一样，决不能草率从事。

这一点正是今天许多人最不注意的。蒲松龄的《聊

斋志异》里，有一篇《胭脂》，讲施润章（愚山）断案的

故事。被告人蒙冤被判了死刑，不服，上告到道台那里，

道台维持原判。最后告到施润章那里，他感到案情有可

疑之处，于是细心调查，终于使冤情大白。我们做考证

时，也要有这种极其谨慎、小心的态度。

古人往往也很粗心，因此古书中张冠李戴的例子也

不少。比如，春秋时鲁国人南宫适字子容，一称南容，

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曾三次提到他，称赞他“邦有道不废，

邦无道免于刑戮”，并且“以其兄之子妻之”，说他是

一位“尚德”之人。而《左传》上有一个叫南宫说（又

名縚）的人，又叫南宫敬叔，是鲁国的大夫。郑玄于《礼

记·檀弓》“南宫縚之妻之姑之表”下注云：“南宫縚，

孟僖子之子南宫阅也，字子容，其妻孔子之兄女。”于

是将南宫适与南宫縚二人误认为一，一个“尚德”的君

子变为“载宝而朝”的官僚。后来杜预注《左传》，司马

贞注《史记》，朱熹注《论语》都沿袭了这个错误，于是

使南容受诬千古，直到崔述作《洙泗考信余录》才弄清

了这个错误。

再如，《韩诗外传》有这样一段话：“颜渊侍鲁定公

于台，东野毕御马于台下。定公曰：‘善哉，东野毕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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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也！’颜渊曰：‘善则善矣，其马将逸。’俄而厩人

以东野毕马逸闻。”这段话是从《吕氏春秋》中抄来的，

但又抄错了。原文是记颜阖与庄公的对话，《韩诗外传》

讹为颜渊与定公的对话。定公时，颜渊年岁尚少，不可

能“侍鲁定公于台”。刘向作《新序》也采《韩诗外传》

之说，以为史实。其实《吕氏春秋》所记颜阖与庄公的

对话，也是虚构的，不过是主张黄老之学的人，假托此

事打个比喻，希望执政者虚静无为。《韩诗外传》将颜阖

误成颜渊，又将虚事当史实，实在是太粗心。

总之，读书时，稍一疏忽就会出差错。不求甚解，

用想当然来代替研究，就会指张三为李四，在此基础上

再加推论，就会导出违背事实的结论，说得越多，则错

得越多。这类教训是值得我们很好吸取的。

历史考证释疑

通过上面的分析，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

是非常清楚的。建国以来，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一种倾向，

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优良的史学遗产，包括考证方法在内，

弃置不顾，这样就无法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的

真实相结合，因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。现在

这个倾向更加厉害，强调新理论，反对考证，尤其是否

定乾嘉学派之风又刮起来了，对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看

呢？下面谈谈我们一些不成熟的看法：

一，所谓理论，据说就是三论——信息论、系统论、

控制论，说它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所产生的新理论，

它将对历史研究发生巨大影响。就是说，用这种理论研

究历史将使历史科学产生巨大的飞跃。如果真能这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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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会受到广大历史工作者的欢迎。不过截到目前为止，

我们看到这方面的文章还不多，至于如何把这种理论应

用到历史工作上，文章更少。我们觉得，在这个问题上

空谈理论不能解决问题，希望有人为大家作些示范，使

我们对这个问题能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二，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

样的呢？有的文章说“旧有体系”已经产生“危机”，

就是说，它的理论往往与事实相反，产生所谓“反常”

现象，“反常”现象越来越多，就会形成“危机”，因

此必然要有新的理论排除这种“反常”现象，在理论上

有新的创造。那么这新理论是不是要取“旧体系”而代

之呢？这是一个根本问题，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楚。上文

已经谈过，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

而不断丰富自己、发展自己的。它的基本理论，即辩证

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，并没有因为个别

论点的不适应而动摇或过时，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。

三，是不是讲理论就必须反对考证呢？是一般地反

对考证，还是只反对乾嘉学派？我们以为研究历史必须

结合实际，而历史实际必须是真实的，因此任何理论都

不能排除历史考证。乾嘉学派固然讲考证，但考证不等

于乾嘉学派，二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。如果说一般地反

对考证，那我们必将倒退到建国以来走过的老路上去，

肯定不会有出路。如果说只反乾嘉学派，那等于无的放

矢。因为今天恐怕不会有历史工作者重走乾嘉学派的老

路，那也是倒退。因为乾嘉学派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迷信

汉儒，对宋儒则一概排斥，所以又称为汉学。但是搞考

证并不一定要搞汉学，例如乾嘉时期考证古史最有成绩

的学者崔述，就是推崇朱熹的，他在《洪范补说》中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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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世之士，醇谨者多恪遵宋儒，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

宋儒角，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，故厌常喜新耳。

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，宋儒果非，汉儒安得尽是。

理但论是非耳，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。”（《丰镐考信

别录》卷三）他的名著《考信录》的确做到不存汉宋之

见，凡是错的，一概否认，丝毫没有佞汉的气味。

四，有人反对烦琐考证，这是对的，但是考证不一

定就烦琐。陈垣先生以考证闻名，他就反对搞烦琐考证。

而且，烦琐不烦琐因时而异、因人而异。陈先生的著作

中有不少考证文章，在外行人看来象是烦琐，在内行人

看来就不是烦琐。因为有些史事不弄清楚，就无法作进

一步的研究，所以不能看到考证多一些就是烦琐考证。

乾嘉诸大家的考证文章，也不都是烦琐考证，要作具体

分析。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在学术史上应有的

地位，尊重和吸收他们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。

应当指出，今天我们研究历史，只有前进，不能后

退。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和教师多少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的

洗礼，不可能再走乾嘉学派的老路。过去我们受极左思

潮的影响，把许多优秀的遗产都丢掉了，因而不愿意或

不屑于去做艰苦的考证工作，只凭一些理论教条，写些

华而不实的文章，搞以论代史。结果如何呢？养成了束

书不观，专搞假、大、空的坏风气，什么问题也不能解

决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。毛泽东曾经

说过，在调查研究过程中，一定要详细占有材料，作“去

粗取精、去伪存真”的工作。一个历史工作者如果不搞

考证，连所用史料的真伪都不如道，怎么能去伪存真呢？

“文革”中，“四人帮”伪造儒法斗争史，风靡全国，

回顾这段历史，真令人痛心。今天有人又来提倡专搞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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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的理论，我很担心会重蹈覆辙。语云：“前事不忘，

后事之师”，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三复斯言。

历史工作者的发展方向

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历史工作的成绩和今天所肩负的

任务是很有意义的。很清楚，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，也

存在不少的缺点。成绩是巨大的，主要是学会用马克思

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

和解释历史上的非常复杂的现象和事件，打破了一切封

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史学的陈旧观念的束缚，因而开

辟了史学的新天地。可是同时，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

的史学的基本原理还吃得不够深透，不善于把马克思的

原理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，因而又背起教

条主义的条条框框，这样就阻碍了历史研究的大踏步前

进。今天历史工作者的最主要的任务，我以为就是从教

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下解放出来。怎样才能摆脱教条主义

的束缚呢？我想提出下面几点意见：

一，我们要认识到，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，它必

然要随着社会的前进、局势的变化、科学的进步而向前

迈进。还有，马克思、恩格斯生活在 19 世纪，列宁逝世

于 20 世纪初，他们都不能预见到 20 世纪社会的变化，

因而他们也不可能为他们所未见到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

的答案。因此如果我们碰到现实的具体的问题，一定要

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现成的答案，那就是十足的教

条主义。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建设社会主

义的最高指导原则，但是应用到实际上，就必须根据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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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国家的具体情况，确定他们应当走的道路，不能把某

一国家当作自己必须仿效的模式。如果那样做了，就是

教条主义，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。因此我们不要把

“两个凡是”也用到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身上，这样我

们的精神枷锁就可除掉了。

二，同样，对于各国历史上的问题，我们也不应向

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去找现成的答案，因为他们所讲

历史发展规律主要是根据欧洲的历史。他们对于亚洲的

历史，除对印度等少数国家外，所知甚少，对于中国的

古代史，他们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。有时好象也谈到，

比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，实际上并没有接触到中

国历史的实际。因之不应当把马克思、恩格斯所讲历史

规律看成全世界都适用的，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

以欧洲为标本而提出的历史规律照搬到中国历史来套

用。如果这样就会在有意无意中，用欧洲历史发展规律

来代替中国历史发展规律，这样就在历史研究上犯了绝

大错误。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有史以来就和欧洲不同，到

了近代现代就更加不同，这是有目共睹的，怎么能说欧

洲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历史会相同或相似呢？因此，我

以为我国的历史工作者今后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事实

寻找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，这样我们才能从欧洲历史

发展规律或欧洲中心论的教条中解放出来。这是我们历

史工作者当前最重要的任务。

三，另一方面，有的历史工作者，特别是年青的同

志，看到马克思主义对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解释与现

今的历史实际不太符合，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

反常，甚至想用现今自然科学的方法取而代之。我们认

为这未免走到另一个极端。我们以为，马克思主义对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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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问题的某些论点不符合今天的实际并不奇怪。因为如

上面所说，马克思、恩格斯等人不可能预见到今天世界

历史的发展，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经

过时，可以抛弃。如果那样认识的话，今后我们的历史

研究很可能走回头路，那是很危险的。前面我们谈到，

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于历史问题的观点有它的局

限性，不是不论古今中外一律适用，因此我们提出反对

教条主义，特别是过去一些过“左”的搞法。但这决不

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什么问题。由于对马克思

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出了毛病，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，

这是错误的。

四，有些同志们一方面想否定马克思主义，另一方

面又想否定一切我国优秀的史学传统，认为什么乾嘉学

派那一套繁琐考证都是要不得的东西。关于这个问题在

第四章里已讲过，不必细说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现在没

有人完全照搬乾嘉学派的方法来研究历史，但其中的考

证方法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，却不能一概否定。否定

一切正是一种极“左”的口号，不会给历史研究带来任

何好处。否定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，在建国初期所产生

的恶果是有目共睹的。1958 年的“教育革命”和后来的

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实际上是否定传统，否定文化，也否

定了历史。今天的年青同志们没有看到当时的极“左”

的危害，又唱出类似的高调，我们觉得应当慎重而又慎

重，以免重蹈覆辙。

五，历史研究方法应与时俱进，不能墨守旧法，泥

古不化，因此我们欢迎新的研究方法，对基于自然科学

的最新成果而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当然不会加以排斥。

问题是新的研究方法不应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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